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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遷移研究中，探討家務移工與跨界專業工作者的研究，向來被視為兩條平行線，

前者探討低階藍領人群的城鄉∕跨界移動，後者則聚焦在白領專業技術工作者的跨境遷

移。這篇研究嘗試打破上述藩籬，透過家庭煮食，連結家務移工及伴隨（專業技術工作

者）遷移的女性，觀察她們在移居家庭中廚房的日常實踐。研究試圖回答台籍移居家庭

的每日廚房煮食「為何」，以及「如何」再製台式口味菜餚？經驗資料主要來自 2008 至

2013 年田野觀察與訪談，共取得 48 份訪談資料。 

研究指出，第一，「台味」的再製，不僅是因台籍遷移者移居後，對台灣社會的懷

念與回憶，同時也連結到台籍伴遷配偶對於家庭烹調料理的健康論述。第二，移居家庭

廚房的「台味」再製，與其說經由遠距方式挪用台式食材進行製造，毋寧關鍵的是經由

台籍伴遷配偶與中國大陸家事服務員的特殊廚事分工，以及在廚房每日協商、妥協與合

作的結果。第三，台籍外派人員配偶遷移中國大陸後，成為「情境下的全職家庭主婦」，

相對於外出賺取家庭薪資的先生，家事領域成為其主要生活重心，台式家常口味烹調的

日常再製正是表現她對家人的愛與關心，經由廚房煮食維繫移居家庭成為一體。 

關鍵字：外派人員、伴遷配偶、家事服務員、食物、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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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論 

Sophia
1

，35歲，於 2006 年來到北京；先生比她更早，於 2005 年底就接受公司的

外派前來。Sophia 的先生是服務於一家跨國資訊科技公司，外派初期，住的是公

司提供的酒店式公寓，當工作一切就緒後，Sophia 就決定放棄在台灣的工作，一

起遷移北京，在市區內租房，並在家裡聘請家庭幫傭。 

Sophia 的小孩於 08 年出生，她們舉家也遷往北京市的東北郊區，因為那裡集中

有北京市最多的國際學校。平常除了照顧小孩外，Sophia 也積極參與當地台籍女

性的社團活動，有媽媽團（baby group），也有一般性的社團。三年多來，Sophia

經歷了三位不同的家庭幫傭，有上下班式的，也有全職住家式的。Sophia 說，她

認識周遭的台灣朋友，沒有一個家裡沒請阿姨（家庭幫傭）的。（田野筆記，2009） 

在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愈來愈多人因工作關係而遷移到海外。根據 2013 年遠見

天下文化《30 雜誌》10 月號的報導，台商、台幹及其眷屬移往中國大陸，已經超過 150

萬人。2在這些遷移中國大陸的台灣人中，跟隨跨界專業工作者一起遷移的配偶，一般稱

為伴隨遷移配偶（accompanying spouses）（Fechter, 2007; Gorden, 2008; Hindman, 2008; 

Jervis, 2008）。Sophia 即是其中典型的一位。由於伴隨遷移多以女性為主，在跨境社會生

活的脈絡下，一般也指稱她們為（在中國大陸的）「台媽」（譚玉芝，2001）。 

在大部分的「台媽」家庭中，除了台籍的家庭成員外，也常會遇見一位跟移居家庭

關係緊密，但非親屬的成員——家事服務員，或稱家庭幫傭。這些服務於台籍移居家庭

中的家事幫傭，多是具有農民工身份，從內地省市遷移往沿海城市尋找機會的女性。然

而，無論是伴隨遷移的台籍女性，或是從中國大陸內地往沿海城市移動的女性家事服務

員，儘管二者身分不同、遷移原因及目的也各自殊異，但她們都是表徵在晚近國際遷移

浪潮呈現遷移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趨勢下的重要行動者（Kofman, 1999; 

Anthias & Lazaridis, 2000; Piper & Yamanaka, 2008; Squires, 2012）。 

                                                      
1 由於在移居台灣女性的「台媽」社群中，彼此在日常生活的接觸，常以英文名字相稱，故在此保留其英文

名的稱呼。以下行文出現台籍移居女性以英文稱呼時，亦為相同情形。 
2 因經商或工作而遷移中國大陸的台灣人數，目前尚無確切的統計數字，不同官方機構估計彼此數字差異甚

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於 2010年進行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指出全中國大陸的常住台灣人數為

17萬餘人（胡明揚，2011），不過包括中國大陸台商研究學者或是台商組織都普遍認為此數字有低估之嫌。

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推估，常駐中國大陸台商、台幹及眷屬則約有 85 萬人（洪欣慈，2014）。儘管，85

萬，或是近 150萬二者數字差異懸殊，但都顯示移居中國大陸人的台灣人口為一龐大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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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許多移居台人家庭都經歷了不只一位家事服務員，如同一般台商企業中，大陸

員工的流動頻率並不低，但大陸家庭幫傭與台媽的關係，絕不如一般大陸員工與台商的

互動般，僅侷限於很有限層面的公領域，而是在私領域空間中有很密切的互動。在這個

私領域的空間中，除了清潔工作外，大陸家事服務員與台媽的日常互動，另一個很重要

的場域即是家中的廚房。 

不過，目前有關遷徙的家事服務員、家務移工的研究，很多都集中在討論移工的遷

徙經驗、仲介過程、勞動控制與抵抗策略等，以及如何在這過程中展現性別、種族、國

族、階級的交錯關係（Hess, 2005; Lan, 2006; Piper, 2008）。在這些討論中，雖然廚房工

作也是家務工作的一部分，但卻少有文獻進一步去處理廚房空間中的食物行為。同樣的，

在社會學處理有關「食物」主題的討論中，也多集中在全球化與農業事業、殖民與移民

飲食、營養論述及政策、食物消費與社會分化、專業料理與外食及食物與身體等議題

（Mennell, Murcott & Van Otterloo, 1992; Warde & Martens, 2000; Germov & Williams, 

2008），常常忽略了食物、食物行為與移居家庭及家務移工之間的關聯。 

Watson & Caldwell（2005）指出，食物本身不只是關係到「吃」而已，且吃食也不

只是一個生物過程；食物行為（food practices）常蘊含在一組複雜關係場域中。所以，

提供給台人家庭廚房的食物行為，也可能是一個包含複雜關係、期待與選擇的過程，這

之中有很多的挑戰、協商，且可能常是不均等的。包括如何挑選「對的」家事服務員，

如何打造廚房的烹飪，以合乎自己及家人的口味，如何與家事服務員進行跨文化的溝通

等。由此，本文以移居中國大陸台灣人家庭為例，把廚房視為一個不同文化慣習3的爭鬥

場域，探究移居家庭的日常食物行為。 

二、 移居家庭的日常食物行為 

（一） 跨界專業工作者、伴隨遷移配偶與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 

由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促成了大量人員必須因工作的關係，進行跨界遷移。專

業工作者的遷移，在晚近國際遷移的討論中，有逐漸受到愈來愈多討論的趨勢。這其中

的重要原因，是當代全球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跨國直接投資的增加，透過資本的全球

性佈局，同時拉動人員遷移的必要，可以稱為是資本連結的遷移（Tseng, 2000）。所以，

在多數工業國家中，外派人員（expatriates）已不再侷限於少數的職業與菁英階層，而是

                                                      
3 本文使用的慣習（habitus）一詞參考 Bourdieu（1984）的用法，延伸自習慣（habit）概念，指的是一種個

人內化及視為理所當然的性格傾向，如對食物、時尚的偏好等（亦參考 Germov, 2008: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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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及到更多的產業，以及向下延伸到不同的職業階層（Smith & Favell, 2006）。 

儘管如此，跨界的專業工作者及其伴隨遷移配偶，與跨界的家務移工，還是有著顯

著的差異。Fechter（2007）研究從英國跟隨外派先生前往印尼雅加達的女性指出，外派

人員的跨界經常被視為是一群優勢遷徙者（privileged migrants）來到經濟較為弱勢的國

度。所以把外派人員與外派當地的普羅民眾相互對照，前者常呈現的是殖民者與支配者

的角色。 

可是正如許多女性主義者如 Yeoh（2004）及 Hess（2005）的研究皆指出，跨界空

間非但不是中性的，它還往往是一個「性別化的」跨界空間。Yeoh & Willis（2005）研

究跟隨先生的外派工作前往中國的新加坡女性指出，在抵達移居地後，她們多數都不再

從事有薪資報酬的工作。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這些女性在中國移居地可取得的工作，

都是與居住所在地有緊密關連的，能主張的經濟報酬有限，與其在新加坡工作獲得薪資

相比，顯得相對微不足道。同時，由於外派工作的關係，公司也通常提供較高額度的海

外薪資，以及相關移居給付（relocation package），抵銷了這些女性收入上損失，使得伴

隨遷移女性沒有強烈動機，進入移居地職場工作（Yeoh & Willis, 2005: 216）。因此，外

派人員的移居生活，往往呈現是公的職涯（public career）與私的家庭生活（private family 

life）領域的二者嚴格區分（Hindman, 2008）。前者主要由賺取薪資的外派男性擔負主要

責任，後者的任務主要則由伴遷女性擔任。 

正是如此，女性在選擇跨界時，有為數不少首先都面臨必須犧牲自己在母國優渥的

工作，與穩定的工作關係。學者也進一步指出，跨界遷移女性在跨界空間中，她們不僅

必須要處處先盡到做為女性的義務，全力支持外派先生的工作，平順處理所有家裡的衝

突，並且把個人所有的利害考量都擺在次要的位置，以成功地再製一個完美移居家庭圖

像。所以，這群伴隨遷移配偶，一方面呈現的是殖民者與支配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

同時又需扮演跨界空間再製父權規則下的順從性角色（Fechter, 2007: 39）。 

此外，許多的家務移工研究也指出，雇主與移工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有單向的權力

支配從屬關係，而是有多重的角色關係。如藍佩嘉（2004）研究台灣家務移工與雇主間

的關係指出，不同女人之間確實存在了不同國族與社會階層的劃分，而家務僱用確實某

種程度上將性別不平等轉化成階級不平等。但是，將家務勞動外包的女性，並沒有因此

擺脫社會給予的女性角色束縛，所以不適合輕率地給她們貼上壓迫者的標籤。 

基於上述，有關台籍女性伴隨遷移配偶與中國大陸家務移工的討論，首先重點也不

在於尋求誰做為支配者或是受害者角色，進行二擇一的定位。尤其當討論的對象放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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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台灣人家庭廚房的場域，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田野中對聘僱家務移工的「台媽」

提問：「您會教導阿姨（家事服務員）煮食台灣菜餚嗎？」幾乎所有的「台媽」都持非常

肯定的回答。 

為什麼跨界家庭要提供「台灣菜餚」？堅持在移居家庭中再製「台味」？台灣口味

菜餚的再現，主要是展現移居者或移居家庭對原移出社會的懷念、想像，還是在移居地

呈現「台式口味」食物行為背後，還有其它更深層的意涵？這是本文的核心問題。以下

藉由食物、食物行為與移居家庭的討論，進一步勾勒本文的理論框架。 

（二） 食物、食物行為與移居家庭 

有關食物與食物行為，人類學研究提供相當豐富的討論。Lévi-Strauss（1970）從結

構主義的角度指出，食物本身是做為一套文化體系，而口味（taste）則是文化形塑且社

會控制的。這樣的看法跳脫將食物的選擇，進行生物性的化約，看作只是個人層次的需

求功能問題。Barthes（2008）同樣也反對功能主義看法，認為食物做為一套符碼是高度

結構化的，如同人們對語言的瞭解也需借助一套文法般。也就是說，把食物類比於語言

體系的方式去進行瞭解。而 Douglas （2003）則進一步從〈食物的社會秩序〉文章指出，

食物的意義僅有從食物被如何安排在如一日中的早餐到晚餐，或是一週中平時的用餐到

週末的晚餐等一系列的活動中的位置，才能夠得知它的重要性。Douglas 從文化的觀點

嘗試去闡明，研究食物的重點不在於食物由什麼組成，關鍵的是我們如何去食用它。而

正是透過人們對食物「食用」的過程，將食物從「生物性」轉化成具「文化性」，從單純

「營養的」功能轉化成具「象徵性的」功能，把食物與個人認同連結一起，使得食物變

得「充滿意義」（meaningfulness of food）（Fischler, 1988; Fertal, 2009）。 

上述以人類學的角度探究食物與吃食行為，都指出文化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演

繹出食物所具有的象徵性與認同。但是在這些討論中，較少著墨食物及食物行為中蘊藏

的權力關係（Caplan, 1997; Watson & Caldwell, 2005）。Goody（1982）就指出，探究食物，

除文化面外，食物的研究也必須包含社會關係的層面，即食物的生產、加工與消費的整

個過程。Mintz（1985）以糖的歷史探究為例，認為從糖的生產製造到消費，即包含了莊

園的擁有者、非洲黑奴與西方商品消費者間多重社會關係的建構。本文重點雖不處理鉅

視結構的食物政治經濟，但從食物的選擇，到食物口味的塑造，都與階級的議題，有著

不可分割的關係。不同社經地位的人群，不僅擁有差異的經濟資源，而且也把它外顯在

生活風格的表現，尤其是有關食物的消費與營養的攝取上。Roos等（1996）的研究指出，

在芬蘭，愈來愈多人傾向多攝取「現代」的食物（如蔬果、果汁、起司、糖果等），及減

少攝取傳統的食物（如牛奶、馬鈴薯、麵包、奶油）。而且，研究顯示較高社經地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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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攝取較多「現代」的食物，低社經地位的人則攝取較多傳統的食物。如同在 Bourdieu

（1984）的研究指出，上層階級往往透過其生活風格與口味偏好不同，象徵性地展現與

勞工階級的「區分」（distinction）。所以從吃食消費習慣，也會傳達出階級的差異（Warde, 

1997）。正是因為如此，如 Caplan（1997）指出，食物常常不只是食物而已，食物的重

要性，也不純粹僅止於營養的意含上。食物及食物行為，不僅包含了一組有關「分類的

文化觀念」（如什麼是食物及非食物，以及什麼是可吃及不可吃的），同時也跟社會關係

緊密連結一起，包含其中的權力關係，及一組含括與排除的關係。 

本文借用上述兩個面向，進一步觀察移居家庭的台媽與大陸女性家事服務員在廚房

場域中的互動與煮食日常實踐。關於日常實踐的概念，本文則借用 M. De Certeau、L. Giard

及 P. Mayol《日常生活的實踐》（1998）一書的觀點，強調透過日常性「操作的邏輯」（ways 

of operating）觀察尋常人群的日常生活。 

本文欲嘗試論證的是，廚房的日常煮食對移居家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涵，透過台媽

與中國大陸家事服務員在廚房中的每日折衝與協商，再製台灣家常飲食口味，不僅表示

懷念台灣的食物及口味而已，更牽涉到在移居地「餵養家庭」工作的順利進行，扮演著

維繫移居家庭再生產的關鍵角色。 

三、 研究方法：移居家庭廚房食物行為的田野與資料 

本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於 2008 年至 2013 年研究者在中國大陸沿海城市的調查，

特別是研究者於 2008 至 2010 年的暑期期間，所進行的三階段田野觀察與訪談。第一階

段 2008 年的田野主要停留地為深圳地區，研究者參與了多次移居台灣媽媽間的聚會活

動，記錄其日常的生活，包括受邀在台媽家裡用餐，及跟隨進入超市，觀察台媽們日常

的採購等。第二階段於 2009 及 2010 年進行的田野，研究者除參與台媽的聚會活動外，

也開始進行較密集的訪談。因研究主題為移居台灣人家庭廚房中的文化政治，所以訪談

對象包括 1）家庭中有聘請家事服務員負責廚房煮食的台灣雇主，以及，2）受聘為台籍

家庭中有負責廚房煮食的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由於研究探討的台灣人家庭為移居家庭，

其家事服務員又無法在遠距的他地進行訪問，所有的訪談與觀察皆在台灣人移居地進

行。訪談對象的尋找，主要透過滾雪球的方式經由熟識朋友的介紹進行，田野地點除深

圳外，也包含東莞、廣州、上海與北京等沿海城市，為台籍跨界專業工作者及其移居家

庭較為集中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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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雇主與家事服務員不同對象，研究分別設計了兩份不同的大綱問卷，但含括一

些共同的問題，包括：誰主責食物採買工作？每日菜單誰來決定？菜單內容為何？廚房

菜餚的口味誰來主導，如何教導，有否改變，其間有否衝突？烹調習慣使用哪些食材、

醬料，及運用哪些烹調器具？大陸家事服務員的家鄉菜餚與台灣菜餚的差異？有所謂「台

灣口味」嗎？雇主與家事服務員如何看待彼此的關係。 

此外，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也在取得允許下，觀察移居家庭的廚房擺設，並在有機

會共同用餐時，觀察記錄餐桌上出現的菜餚。研究訪談共取得 48 份訪談資料，包括聘用

家事服務員之台籍雇主 22 份，及負責廚房的家事服務員 26 份的訪談。 

表一  聘用家事服務員之台籍雇主4受訪者基本資料之特徵 

項  目 類別 樣本數 

30-39歲  7 

40-49歲 14 年齡層 

50-59歲  1 

大專∕大學 18 
教育程度 

碩士  4 

深圳  6 

廣州  1 

上海  3 
移居地 

北京 12 

無  2 

1 位  7 

2 位 12 
小孩數 

3 位  1 

（N=22）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蒐集） 

如表一資料所示，受訪者的移居地主要分佈於中國大陸沿海四個主要城市，主因是

2009 年的訪談工作主要於華南地區進行，並以深圳市及廣州市的台籍移居家庭為主；

2010 年之訪談則集中於上海及北京地區進行。在年齡分佈上，訪談台籍移居者年齡介於

31 至 54 歲，且多數介於 40-49 歲之間；教育程度皆為大專以上，其中四位具有碩士學

                                                      
4 本研究取得之聘請家事服務員之台籍雇主資料，有 20 位為女性，1 位為男性，另有一組訪談時，訪談對

象同時包括台籍夫妻雙方，但為求表格閱讀簡易，此組訪談基本資料僅呈現女性配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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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此外，在家庭中小孩數目部份，訪談時處於無小孩情形之移居家庭僅有二位，多數

受訪移居家庭皆有小孩，且小孩皆與移居家庭生活一起。 

表二  大陸籍家事服務員受訪者基本資料之特徵 

項  目 類別 樣本數 

20-29歲 4 

30-39歲 8 年齡層 

40-49歲 14 

小學 11 

初中 12 教育程度 

高中 3 

深圳  6 

東莞、廣州、上海 各 1 工作地 

北京 17 

四川 7 

湖北 4 

北京、江蘇、安徽、內蒙 各 2 
戶籍地 

陝西、河北、山東、山西、廣東、廣西、貴州 各 1 

（N=26）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蒐集） 

表二呈現受訪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之基本特徵。年紀主要介於 27 歲至 47 歲之

間，其中又以 40-49歲的年齡層居多。這主要因素是從事家事服務工作之中國大陸女性，

多為已婚且家中小孩已進入較獨立階段，方便女性可外出從事有薪資報酬工作。在教育

程度上，對照表一，可以發現台籍移居者的教育程度相較於大陸籍的家事服務員，教育

程度普遍為高。這主因是台籍移居者，有多數在移居前即為專業工作者身分；相對的，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多來自內地省份的農村地區，具有農民工（rural migrant worker）

的身分，少數幾位具有沿海廣東或北京戶籍的受訪者，主要也是來自各該省市的農村戶

口。 

四、 「煮食」與家事服務員招募   

女性在伴隨專業工作者舉家海外遷移後，如果沒有（再）投入職場，成為全職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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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主婦，可想見的移居生活重心會擺在家內（domestic sphere），甚至相較移居前需投注

更多的精力於家事（Coles & Fechter, 2008）。如同 DeVault（1991）指出，家事勞動雖然

隨著性別角色反省，男性會志願性地投入部份的家務活動，但家事工作做為一項職業或

日常勞動卻主要仍是由女性擔任。在台籍工作者因工作關係決定遷移中國大陸後，移居

家庭首要面對的日常課題，往往即是為遷移後的「新」家庭招募家事服務員。 

在中國大陸有相當多的家政公司提供家事服務員的服務，只要從常用的「百度」入

口網站上打上「家政」二字，即有各式各樣的推薦資料，而且分區羅列，每個城市都有

成千筆以上的資料可供點選。研究者 2008 年於廣東東莞地區進行一項有關女性台籍專業

工作者的跨界研究訪談時，走在虎門舊鎮區的一條街上，短短數十公尺，就發現聚集了

十數家家政公司；在其他的中國大陸沿海主要城市，也是處處可見提供家事服務的招牌

與廣告。訪談中不少移居家庭也都曾嘗試透過網站做為主要管道，尋找家事服務員。如

同移居上海的年輕夫妻家慶與小婷5就指出，他們不只透過網路尋找，而且還會在網上選

擇較具有規模，且經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記註冊經營的仲介公司。然而，就如同

於 2006 年舉家移居深圳的林小姐指出，仲介公司往往只負責提供多位人選給雇主，但當

她以學歷為標準，挑選較高「文化水平」（教育程度）的人選，服務幾天後才發現，家事

服務員「……認知我們家中有兩個小孩子，將來她要考育嬰師，所以認為是來帶小孩的，

其實不是，我們是要她帶小孩跟做家事的」。6類似的工作認知差異、薪資不如家事服務

員期待、阿姨的工作配合程度等，都使得台媽的家事服務招募過程充滿變數。林小姐細

數直到訪談為止的短短三年移居時間，已前前後後經歷了十位不同家事服務員。一般家

政公司，僅負責提供應徵登記人選的照片、年紀、戶籍地等基本資料供選擇，少有進一

步的家事服務員專業培訓，以致媒合過程失敗與頻繁更替家事服務員的經驗，在台媽的

移居生活經常是一個議題性十足的話題。 

一位台媽表示：「我會有一個禮拜到一個月的試用期，在這試用期中去跟她講我想

吃什麼類型的食物」，7顯示透過一定期間的試用期，或是經由其他熟識朋友（包括台媽

網絡及曾服務過的家事服務員）介紹與推薦，便成為另一種確保可以招募到合適家事服

務員的管道。不過，在許多外國移居家庭集中的大型社區，要聘僱家事服務員，還提供

有一種特殊管道。 

在 2010 年田野過程中，研究者曾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借住於北京順義區一處社區。

該社區距離機場只有 15 分鐘車程，共有上百棟不同型態的別墅，且在不同方位的出入

                                                      
5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10年 8月 8日，上海市。 
6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6日，深圳市。 
7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30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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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皆設有「保安」人員進行警衛工作，是外籍及台港澳外派專業工作者聚居比例頗高

的社區。研究者每天早上從社區中外出，或是傍晚在社區中步行，經常可以看到迎面而

來的女性攜帶學齡前小孩在社區中散步。這些女性多數即是為社區家庭提供家事服務工

作的「阿姨」。 

該社區旁有一個可以提供日常用品及社區宅配服務的小超市——社區居民習慣稱

為「小貨廊」。在小貨廊門口處，設置有一大幅的廣告看板，看板兩面都貼滿了密密麻麻

各式樣大小的求職廣告，仔細觀察，不少的標題都寫著「Ayi looking for job」8之類的用

語，而且當舊廣告尚未完全撕離，每天都還會有不少新求職條再貼上，顯示家事服務市

場的熱絡。其中，也有不少雇主在結束外派後，主動替家事服務員（阿姨）撰寫簡短的

推薦廣告語，如： 

Our family is leaving Beijing and Ayi would like to work for another family….She is 

very nice, works hard, always in a good mood and most important she is extremely 

honest. She cooks Chinese and Western food, keeps the house clean….（田野觀察記

錄，2010）
9

 

不少家事服務員在台媽進行面試時，也常被問到：「會不會做飯、熨衣服、衛生？……

觀念就是說，會洗衣服、做飯，最主要就是這樣」。10可見，除了誠實、可以將家務打理

乾淨外，「會煮食」往往也是移居家庭甄聘家事服務員的重要基本條件。甚至有少數移居

者因自身不習慣下廚，所以尋找家事服務員的首要條件就是擅長煮食，如一位移居廣州

三年的外商高階經理 Brenda 指出，「這裡有個叫廚嫂，就是以煮吃的為主，當時我找的

時候就是希望能找到這類型的，以烹飪為專長的」。11 

為什麼移居家庭的廚房煮食顯得這麼重要？Fertaly（2009: 86）研究亞美尼亞農村女

性在家庭的廚房煮食指出，一頓很好的餐食，不僅只是提供個人滿足感而已，也是取得

「討好他人」（pleasing others）滿足感與喜悅的經驗。這裡的「他人」，當然不是指涉別

人，而是指構成家庭成員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小孩與先生。對全職投入家戶工作的女性而

言，日常實踐最重要的即是透過照顧工作，擔負起餵養家庭（feeding a family）重責大

任（DeVault, 1991; Fertaly, 2009）。 

                                                      
8 由於在中國大陸社會脈絡下，從事家事服務工作以中年女性居多，「Ayi」（阿姨）因而成為在許多跨國外

派人員集中居住的多國籍社區，本國人及外國人對家事服務員的普遍通稱。 
9 本段文字乃直接摘錄自該多國籍社區的求職看板公告。 
10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2010年 8月 18日，北京市。 
11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10日，廣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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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移居家庭的廚房家事分工 

然而田野有趣的現象是，雖然移居家庭招募家事服務員進行廚房工作，強調「烹飪

專長」，但通常移居者並不是讓阿姨「烹飪」最擅長的「大陸內地」家鄉菜餚。這點清楚

地展現在移居廚房煮食的食物準備工作、菜單決定與煮食技巧的過程。 

（一） 食物準備工作 

DeVault（1991: 55）指出，做一道餐（doing a meal）絕不僅只是單純地「煮」而已，

而是需仔細地深思熟慮，同時兼顧不同方面的計畫。這個周詳縝密的「計畫」開始的第

一道關鍵動作，通常即是食物的採買。 

從田野的訪談及觀察，雖然有些移居台灣媽媽相當信任聘請的家事服務員，採每周

記帳方式，讓阿姨主責日常的採買工作，但是多數的台媽，將採買工作與阿姨相互「分

工」，區分成兩部分：阿姨負責到鄰近的傳統市場購買每日菜餚準備品，尤其是新鮮的蔬

菜，台媽則到較遠的百貨超市。如同前述移居上海的家庭小婷指出： 

嗯，看東西！比如說大部分菜類那些我都給她（阿姨）買，那肉類的話，因為肉

類市場我不放心吃，就變成我自己去超市或是去找比較吃得安心的，我自己買。 

所以阿姨去傳統市場？ 

她去傳統市場，我是去超市。
12

 

DeVault（1991: 66）指出，家戶到市場採買的日常行為，往往首要考量的是便利性

原則。台媽日常食物採購卻捨近而求遠，如「我這邊有菜市場，但是我還是要跑到使館

區的菜市場買菜」，13並且在採買行為上，與阿姨產生明確的廚事分工，一方面在於對「食

材品質的要求」，同時也透過去家樂福超市、高檔百貨超市，或日本、韓國、台灣商店等，

採購具有時尚或是族群性口味的食物與調理必需品。 

                                                      
12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10年 8月 8日，上海市。 
13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Sophia，2009年 8月 31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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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菜單決定與煮食技巧 

「菜單部份，是太太來決定」，14在每日菜單的決定上，阿姨指出，經常是台媽居於

主導性的角色。台媽本身即擅長煮食的，或是有特殊料理需求的（如吃素），通常即透過

菜色的搭配，告訴阿姨如何料理。而比較不擅長烹飪技巧的，雖然把更多廚房的工作「外

包」給阿姨處理，但是許多移居者還是習慣從台灣帶來食譜，或從網路上下載食譜，「教

導」家事服務員「如何煮食」。這一方面顯示在廚房煮食的權力關係中，移居者想要處於

決定性的位置，二來，也正如 Ray（2000: 6）研究美國孟加拉族裔族群的日常生活食物

行為指出，調理本身不只是煮食而已，它還相當深刻的表達出移居者的遷移經驗。 

換句話說，在移居者日常的生活結構中，尤其在食物行為上，透過採買、菜單內容

的決定及煮食教導，都不斷地與移居者過去的經驗，尤其是過去「家」的經驗相連結。

這更具體的是展現在，大陸籍家事服務員與台媽在廚房工作中的互動，包括如何協助台

媽煮出每日餐桌上的菜餚，以及期待的家庭口味。以下進一步聚焦在廚房的場域，分析

台籍移居家庭廚房中的食物行為。 

六、 台籍移居家庭廚房的食物行為 

Champman & Maclean（1993）研究飲食行為指出，食物可分為兩個類別：垃圾食品

（junk good）及好的食品（good food）。好的食品，常聯想的是家中的用餐或家裡提供

的食物。 如同 Short（2006: 2）在《廚房的秘密》一書中指出，經常食用家中烹煮食物

不僅被視為可以塑造好的飲食習慣，聚在一起用餐還可以塑造家人間良好的對話，以及

對好的食物的共同欣賞。但如何煮食才是好的食物，哪些食物可以成為移居家庭餐桌上

的每日食物，往往牽涉移居台灣人對家庭食物及口味的想像與界定。 

（一） 移居地台式食物消費與移居家庭的「台灣菜」 

8 月 12 日，研究者與位於東莞市東城桑園平嶺仔工業區，公司從事提供製鞋的紡

織輔料製造的一位女性周協理約好進行訪談工作。中午在周協理好意帶領下，驅

車近 20 分鐘，前往東城區相鄰的石竭鎮用餐。在市區經過幾個轉彎後，來到一

家外觀不甚顯眼，也沒有刻意大幅裝修，但老闆為來自台灣宜蘭經營的餐廳。幾

天之後，8月 17 日，研究者在東城區結束一對製造業台商父子訪談後，已過中午

                                                      
14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李阿姨，2010年 8月 25日，北京市。（同一日有兩位以上家事服務員

或台籍雇主訪談時，於訪談日前加註受訪者名稱，以茲區別。以下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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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分，在受訪對象的邀請下，建議前往一家「味道不錯」的餐廳用餐，巧的是，

又來到五天前同樣的餐廳。8月 20 日，研究者在東城區繼續進行另一位台商訪談

工作，結束後，台商與他的幾個台灣朋友邀約一起中餐，結果建議的地點，又是

同一家台菜餐廳。（田野筆記，2009） 

這家台菜餐廳提供的食物，並不算奢華；移居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平日的聚餐地當

然也不只局限於台菜餐廳而已。但這些移居者說，到此用餐，不只可吃得到具有台灣宜

蘭特色的菜餚「卜肉」，還有其他常見的台灣家常菜，如薑絲炒大腸、滷筍絲、滷油豆腐

等。這些食物，他們覺得吃起來就是有一種「回味台灣」的味道。Sutton（2006）從民

族誌的觀點指出，「口味」往往具有雙重的含義，它除了含有 Bourdieu 所認為體現人群

階級文化的一面外，也有感官體驗（a sensory experience）的面向。也就是說，它是一種

被賦予具有「判斷」與「比較」的能力，人們因此可以運用感官，比較當前與過去食物

的料理（Sutton, 2006: 91）。也正是如此，透過食物口味，可以連結個人飲食的「習慣記

憶」（habit memory）（Sutton, 2006; Connerton, 1998）。 

其實，早從 80 年代末期起，跟隨大量台商遷移中國大陸，只要是在台灣人聚集的

地方，都陸陸續續出現各式各樣的台式餐館與特產店，如台式滷肉飯專賣店、台式羊肉

爐、台灣珍珠奶茶店、台灣檳榔攤等，甚至在台人聚集密度高的地區，如東莞市厚街鎮，

或是有小台北之稱的昆山市，都出現所謂的「台灣的一條街」，提供各式來自台灣的商品

如泡麵、料理包與醬油等。這些台式餐館，及台灣食品的平行輸入銷售店，不僅對當地

提供具有台灣符碼、口味的消費品，同時也在台灣人較集中的移居地，營造一種具有「台

灣風格的生活型態」（鄧建邦，2005）。 

相對於在移居地營造的台式消費習慣，在私領域的家庭廚房煮食中，不管移居地點

是落在南方的深圳、北方的北京，或是外國人高度群聚的上海，移居的台媽都指出，在

家庭餐桌上常出現的菜餚包括：滷豬腳、香腸、筍湯、炒空心菜、炒米粉、鹹蛋苦瓜、

菜圃蛋、白切蒜蓉三層肉、海產粥等。訪談的家事阿姨個個也都能輕易地列舉出她們熟

悉煮食的台式菜餚：牛肉麵15、紅燒肉16、炒米粉、客家小炒17等，甚至一位曾服務加拿

大、美國、愛爾蘭、比利時國籍家庭的內蒙顧阿姨，還特別提到「滷肉……魚肚湯都是

經常出現的」，是她從台籍家庭學會的拿手菜。所以一位跟隨外派先生移居深圳已經接近

                                                      
15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劉阿姨，2010年 8月 25日，北京市。 
16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袁阿姨，2010年 8月 18日，北京市。 
17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2010年 8月 17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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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張小姐，回答餐桌上常出現的菜餚時，不假思索地說，「當然，我們都吃台灣菜」。18 

為什麼上述的台式食物，會經常性地出現在移居台灣人家庭每日的餐桌上？這一方

面如同 Smith（1997: 334）指出，食物具有刺激想像與記憶，以及所有有關味覺、嗅覺

與視覺的能量。最能表現強大力量的食物書寫，往往也不只是記載特定菜餚或一餐品質

的優劣好壞，而總是還記載包含在他地、他時、與他∕她夥伴的懷舊元素（elements of 

nostalgia）。所以食物不只是滿足個人的生理需求，回應個人飢餓的生理驅力而已，它還

有社會性的面向，與個人的記憶、想像、懷舊有關，影響食物如何被吃食與消費（Sutton, 

2001）。受訪的台媽也不乏使用「我們從小吃的口味」、「記憶裡的東西，媽媽的口味」19

等來描述家庭餐桌上出現菜餚的特色。 

然而，移居家庭食用「台灣菜」，如果僅是為了懷舊、個人的想像與回憶而已，為

何不是透過定期的外食，拜訪台式餐廳方式滿足個人口味的懷念？而且，要在移居家庭

不斷地重複上演台式菜餚，對多數台媽∕中國大陸家事服務員而言，顯然也非一件輕易

的事。從食物採買分工，到菜單內容決定及教導煮食過程，台媽與阿姨間，每日都需進

行一套縝密合作搭配的家事煮食計畫。因此，有必要再深入進一步追問與分析，在移居

家庭中何謂「台式菜餚」？以及移居家庭廚房如何「做出」台式菜餚？ 

（二） 移居家庭廚房的「台味」再製 

把台灣人移居家庭廚房經常出現的台式食物，看作是移居者受跨界遷移前社會與文

化的影響，可以解釋其廚房食物選擇的社會模式。不過，所謂的台式食物，或是在台灣

人移居家庭廚房出現的台灣菜餚，並非皆屬於台灣社會獨有的。比如，有多年全職家庭

主婦經驗的台媽 Nancy20，認為炒空心菜之類的菜餚，「就是很普通的家常菜」罷了，根

本不能歸類為所謂的「台菜」。21而另一位在訪談時已經遷移深圳六年，擁有包括大陸、

香港及美國等多地豐富移居生活經驗的李小姐也提及，「滷豬腳」不只存在於台菜菜色

中，潮州菜及香港菜也都有此菜餚。但她也指出，「我們滷的（方式）跟他們潮州人不一

樣，潮州人滷豬腳也很有名，但潮州、香港的滷豬腳跟我們台灣不一樣，他們是生醃口

味，我們的（口味）比較甜」。22 

                                                      
18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14日，深圳市。 
19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李小姐，2009年 8月 18日，深圳市。 
20 請參閱註 1。 
21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Nancy，2009年 8月 18日，深圳市。 
22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李小姐，2009年 8月 18日，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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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出現在台人移居家庭廚房的菜餚，呈現所謂的「台式菜餚」，關鍵的還並不（只）

是來自菜餚的名稱，牽涉食物的本身食材的物理特性而已，而更涉及這些菜餚如何地進

行烹調，被賦予怎樣的口味。深受 Lévi-Strauss影響的人類學者 Fischler就指出，對食物

的研究，功能主義者著重食物本身，但結構主義者卻更重視檢視烹調（cuisine）。Fischler

（1988: 284）認為，烹調不只是將生食的材料轉換成熟食的料理，它還包含了想像、分

類與規則，並藉由烹調的程序賦予食物意義。不同菜色的區分，也與烹調口味的分類有

關，如同前述一位台媽指出： 

我們台灣的 style，第一少鹽、少油、少辣。……這邊只要是中國菜，不管是湘

菜，或哪裡菜餚，它都是多鹽、多辣、多油。……上餐館都很油，所以我們都會

跟他們說少鹽、少辣、少油。但台灣菜我們都使用很多的蒜頭，還有清蒸。
23

 

包括家事服務員與台媽在廚房的互動中，大陸籍家事服務員描述台人家庭用餐，也

指出餐桌上出現口味的一些特徵。如來自湖北湖州的杜阿姨，即形容雇主餐桌上的口味，

「吃起來比較清淡，少油膩」；24來自陝西咸陽，27歲的孫小姐也用「我們家小姐他們吃

得很素」、「她家吃得很清淡」來描述台灣人移居家庭廚房菜餚的口味。25甚至來自四川

廣源 30 歲的黃小姐，2008 年初到北京從事的第一份工作，即進入台灣人家庭擔任家事

服務員，也指出「剛來的時候，我就覺得吃他們（雇主家庭）的菜沒味道」。26 

Fischler（1988）指出，烹飪本身就是一套秩序。台灣人移居家庭對食物烹調強調少

油、少鹽、少辣，相對清淡的口味偏好，正是透過烹調的方式，在跨界的廚房空間中重

新去界定何謂台式菜餚。 

（三） 烹調與口味的協商 

烹調口味，做為移居台灣人廚房中的一套規則與秩序，不僅一方面劃分出台式∕非

台式菜餚的差異，同時另一方面，如 Belasco（2008: 15）指出，每個群體都有他各自可

識別的烹飪方式，一份屬於內部成員專有分享的「協議文」（a shared set of “protocols”），

所以界定出什麼是好吃的、什麼是不適合食用的。 

                                                      
23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14日，深圳市。 
24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11日，深圳市。 
25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31日，北京市。 
26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2009年 9月 1日，北京市。 



16 《台灣學誌》第 10 期 

 

然而，進入跨界的廚房空間中，台媽與家事服務員必然對呈現在餐桌上的家庭口味

要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識。一位在廣州的年輕台籍太太 Brenda（34歲，沒有小孩）就指出

在廚房互動中取得共識的複雜過程，以及當初為什麼會面對更換家事服務員的抉擇： 

剛開始覺得周姨不錯，因為做的幾道菜覺得都還蠻基本的，……煲湯煲得很

好。……但周姨菜的問題，太鹹，就是沒辦法改，因為她吃不出來。……一開始

覺得鹹度還好，但慢慢的會變成她習慣的口味。
27

 

Brenda 認為自己移居初期其他生活層面適應都尚稱順利，但總是一回到家中的廚

房，與聘請的家事服務員就需針對廚房口味進行不斷的溝通： 

我會直接跟她講說這個太鹹，……她還跟我說「我沒有加鹽」！我說，可是妳加

了醬油。她卻說，「醬油沒有鹽」！可是醬油是鹹的，醬油怎麼沒有鹽？講了非

常非常多遍以後，我很生氣的到網路上去查資料說，醬油裡面有百分之十七到二

十一是鹽，然後她才不說。 

之後口味有改變嗎？ 

沒改變，還是鹹的。只是她不會再跟我爭說醬油裡面沒有鹽，因為她覺得這個味

道是正常的，……不吃點鹽不健康。她是真心的在照顧你，所以覺得你要多吃點

鹽。
28

 

烹調口味做為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它是透過學習、反覆動員及一再實踐的過

程，取得一種自然化的氣韻（Sutton, 2006: 90）。所以，台媽與聘請的阿姨之間的爭執，

以及不斷的折衝過程，如菜該放多少油、多少鹽，背後反映的，正如同兩位長期服務移

居家庭的家事服務員指出的：「我們徐州菜也是挺好吃的，但是我不敢去做，畢竟我們那

邊也是吃辣的，她（台媽）不愛吃辣」29、「我們農村裡頭的菜，和她們不同，有點鹹。

這邊吃菜清淡的，少油、少鹽嘛」30，關鍵的往往不是煮食的口感好不好，而是台媽與

阿姨各自擁有不同的食物習慣，或習慣記憶。 

                                                      
27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10日，廣州市。 
28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10日，廣州市。 
29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袁阿姨，2010年 8月 18日，北京市。 
30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韓阿姨，2010年 8月 18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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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到食物習慣的差異與衝突，雖然台媽做為雇主，擁有隨時替換家事服務員的權

力，但進入到私領域的廚房場域中，台媽與家事服務員都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養成過程、

不同的文化慣習，所以必須協商出彼此可接受的廚房行為。一些台媽表示會以雇主的口

吻，期待口味的調整： 

我跟我老公會說，嗯，interesting。
31

 

喔好鹹喔，下次鹽要少放一點，我永遠的說法都是「下次」。
32

 

但在這個協商的過程中，不少台媽也有可能傾向接受家事服務員的看法。比如，前

述一位 2006 年移居深圳，已經歷十位不同家事服務員的台媽，就指出與來自廣東連州家

事服務員在廚房互動的另一面向： 

像今天她煮冬瓜，她們冬瓜是不削皮的，但我們（煮食習慣）是削皮的。我就問

她有什麼不一樣？她說，「她們都是這樣吃比較退火」，那皮呢？她說「皮不要吃

就好」，我覺得影響不大，就 OK 啊！……我會接受。
33

 

所以在烹調與口味的折衝中，雖然台媽與家事服務員首先都會依據自己的文化慣

習，區分出我們的口味，及你們的口味，劃分我們的烹調方式，及你們烹調方式的差異，

但是從每日不斷的協商中，呈現出廚房關係中不只有排除的面向，也有接納、含括的面

向。如同一位已在北京移居台媽家庭服務七年的安徽韓阿姨，陳述煮食口味的改變：「我

現在就是做慣了，回去（老家）家裡也做……清淡的，他們都說沒味道，我說沒味道，

身體才好」。34 

對移居中國大陸的台籍女性而言，在每日與聘請的家事服務員的廚房互動過程中進

行「台味」再製，或更精確地說，再製台式家常口味的菜餚，它的必要性，正如同 DeVault

（1991）及 Short（2006）指出，家庭煮食與照顧工作有緊密的關係。台媽在移居地尋求

台式口味的飲食消費，並不只是為其個人的食慾滿足而已，同時也在於「盡心地」進行

「餵養工作」，她們從採買的食物選擇、菜色的搭配，到烹煮的過程，也是要提供給家人

健康的食物，相信每道端上餐桌的菜餚都是營養的、對家人好的、有益的食物（DeVault, 

1991: 69）。尤其，如表一所示，多數的移居家庭成員除夫妻雙方外，伴隨遷移的往往也

                                                      
31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Jasmine，2009年 9月 1日，北京市。 
32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Teresa，2009年 8月 31日，北京市。 
33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2009年 8月 6日，深圳市。 
34 中國大陸籍家事服務員田野訪談，韓阿姨，2010年 8月 18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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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家庭中的小孩，因而女性履行的照顧工作，就顯得更為重要。一位跟隨先生外派而

攜帶兩位小孩一起移居北京的邱小姐說： 

小孩在外面上了一天的課，我先生在外面上了一天的班，回來可能很累、很辛苦。

如果那個菜看起來就是那種……雜七雜八的樣子，對他們來說，我覺得，如果是

我可能會覺得食不下嚥的感覺。
35

 

從「每日三餐」的餐食安排，晚餐「三菜一湯」的配置，到繁複的廚房烹飪前置準

備工作，包含菜餚的浸泡、清洗、切菜、配菜等，甚至煮菜技巧，使用清蒸取代油炸、

去除味精的調味，及菜色的多元及變化等，台媽都不斷地透過健康的家庭飲食論述，以

低脂肪、低鈉攝取概念，及清淡口味，取代高油高鹽的飲食，打造移居家庭廚房「台味」

菜餚的主要內容。 

所以當台媽從習慣的養成，認為「台式煮食」不僅是小時候的回憶，同時也是一種

提供好的食物、營養的食物與健康食物的重要方式，就會試圖在移居家庭的每日餐桌上，

克服種種困難，包括採購準備、菜單設計、煮食教導等過程，不斷地重複上演台式菜餚。 

七、 討論與結論 

在跨境遷移的研究中，探討家務移工與跨界專業工作者的研究，向來被視為是兩條

平行線，前者探討低階藍領人群的城鄉∕跨界移動，後者則聚焦在白領專業技術工作者

的跨境遷移。這篇研究試圖打破這樣的藩籬，透過家庭煮食，連結家務移工及伴隨外派

人員的遷移女性，觀察她們在移居家庭中廚房的日常實踐。研究試圖回答在台籍移居家

庭廚房的日常操作邏輯中，為何餐桌上演台式口味菜餚，再製「台味」？以及，台式菜

餚如何在移居家庭再製出來？ 

研究指出，台式口味的再製，一方面是牽涉台籍遷移者在移居後，對台灣社會仍保

有懷念、想像與回憶，因此會不斷地從台灣攜帶食材、調味料與煮食器具，或在當地透

過「台灣商店」或百貨公司的台灣食品區，採買台式食品，製造台式口味的菜餚。 

二方面，台式口味對伴隨遷移的台籍配偶（台媽）而言，也是一種習慣記憶（Sutton, 

2006; Connerton, 1998）。它之所以在台媽的廚房日常實踐中不斷重複地出現，主要也是

                                                      
35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邱小姐，2010年 8月 17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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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連結到台媽對於家庭烹調料理的「健康論述」，透過「少油、少鹽、少辣，相對清

淡」的口味偏好，展演提供移居家庭兼顧美味、營養與健康的菜餚。換句話說，「台味」

飲食的再製，扮演著台媽對移居家庭照顧工作的關鍵性角色。台味菜餚並不只是提供「餵

飽」所有移居家庭成員的基本功能而已，它在每日餐桌上的出現，尤其是晚餐時刻，如

同移居北京台媽 Daphne 指出的，那是「我的 family time」36，在提供家人健康均衡好的

食物，滿足飽足感的同時，也取悅家人的味蕾，透過台式食物的回味，輕鬆地串連起家

人間的溫馨對話。所以對移居家庭而言，「台味」飲食同時還是營造家庭生活的組織者（an 

organizer of family life）（參考 DeVault, 1991: 38）。 

同時，本文也要指出，移居家庭「台味」的再製，關鍵的是在於台媽與中國大陸家

事服務員（阿姨）的特殊分工型態，以及在廚房場域中的每日協商。「台味」在移居家庭

再製的必要，更多是基於上述，包含移居者懷念與想像的習慣記憶，以及台媽健康論述

的雙重性。然而，如果健康照顧的餵養工作對移居家庭這麼重要，從傳統性別角色期待，

為何不是台媽獨立完成所有的家事，而是在移居家庭發展成為台媽負責關鍵採買，阿姨

負責下廚（兼到鄰近市場進行補充性的採買）？37這可能有幾個原因。 

第一，跨界遷移並沒有根本地扭轉性別意識型態，反而在跨界空間中，女性要容忍

先生因為工作或出差經常性地不在家，獨立地處理所有家務（Yeoh & Willis, 2004）。伴

隨遷移女性由於失去原來熟悉的社會接觸方式、原先朋友網絡，及舊有的家庭網絡關係

（Reden, 2000），又需擔負照顧家庭重任，到達移居地後成為「情境決定下的」全職母

親。在移居地普遍面臨家庭及朋友支持網絡相對匱乏的情形下，台媽因此需要尋找「阿

姨」，成為其移居生活處理家事工作的重要幫手。 

第二，移居家庭的台媽家事工作中，有許多照顧工作是充滿著看不見的心（invisible 

heart）、看不見的感情與看不見的關懷（Folbre, 2001）。特別是移居地許多關鍵食物的採

買工作，比如新鮮與安全的肉類，及台製調味料與佐料，如金蘭醬油、工研烏醋，以及

特定食材，如台灣生產的香菇、海帶等，都是製造移居家庭台式家常料理的關鍵，所以

需要台媽親自去執行。相對的，日常蔬果採買與其他簡單的食材，則較易經由鄰近市場

取得，在透過菜單設定與煮食技巧的教導後，阿姨便可較輕易地完成廚房食物烹調工作。 

當然，在移居家庭的廚房中，台式口味菜餚的製造，並不是由台媽以培養一位專業

證照「台菜廚師」的方式，訓練阿姨的廚藝。台媽與家事服務員在廚房的互動中，有許

                                                      
36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Daphne，2009年 9月 1日，北京市。 
37 有關此部份的討論，受惠於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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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還是源自階級上的差異。學者普遍指出，食物行為與階級有緊密的關聯，上層階級常

一再地變換口味（Caplan, 1997: 11）。而且，相對於底層階級，上層階級更注重維持較健

康的吃食方式，或是運用較高價的食材進行烹調（Germov, 2008）。在台媽徵選家事服務

員的過程中，也常見對家事服務員提出諸如「菜色要有新鮮感」、「能用不同的方式搭配

菜」、「菜色不能重複性高」的要求。此外，在台人移居家庭餐桌上每日出現的菜餚，有

很多的食材，也非身為農民工身份的家事服務員在自己平日的家中煮食，可以輕易再製

出現的。 

但本文的前述經驗資料分析指出，移居家庭中台媽與家事服務員在廚房場域的溝

通，並非只有單向的支配與從屬的關係。烹調口味做為台灣人移居家庭中的一種特殊秩

序，台媽與家事服務員，在廚房場域中，都被迫要進行每日的協商，有抵抗，也要有妥

協，才能決定哪些食物經過何種烹調方式，成為餐桌上的家庭食物。過程中，廚房宛如

一個不同文化慣習的爭鬥場域，每日都上演不同的戲碼，一位台媽即表示：「她（阿姨）

會一直質疑我、challenge我，問你買這個要幹嘛？我就要解釋給她聽」，38不過兩者關係

不只有對抗，也有接納、相互欣賞的面向。比如，許多台灣人家庭偶爾也可以讓家事服

務員的家鄉菜出現在每日的餐桌菜餚上，或是，家事服務員也有可能接受台媽吃食習慣

的健康性論述，轉而調整自己的飲食口味。所以，移居家庭「台味」的再現，與其說是

遠距離挪用台式食材的製造，倒不如說是伴隨遷移的台籍配偶（台媽）與中國大陸家事

服務員（阿姨）透過採買的廚事分工，以及在廚房中的每日協商、抵抗、妥協與共同合

作的結果。 

在食物研究中，族群食物常被當作是一種「界線標誌」（boundary marker），區分我

群食物與他群食物（Sutton, 2001: 5）。但本文要指出的是，所謂的台味食物，並不是一

種本質主義的界定方式，集合所有台灣不同族群食物的總稱，尤其放在中國大陸台灣人

移居家庭廚房的脈絡中，並不是一條僵固、不能移動的界線，嚴格地去區分何謂台式∕

非台式食物或菜餚。本文發現所謂的「台味」菜餚，除了含有懷念、想像、回憶的元素

外，也包含有健康的論述。此外，在台媽與阿姨的廚房日常實踐中，也不斷地透過彼此

協商、分工合作，再製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移居地的台菜。這些台菜也包含接納部份阿姨

的煮食技巧元素，甚至是阿姨的家鄉菜。所以，在台灣人移居地，尤其是台媽家庭餐桌

上每日上演的台式口味菜餚，主要並不是一種產地來源為「台灣製造」的產品，而是台

媽與中國大陸的家事阿姨多重廚事分工下的創意傑作。 

                                                      
38 台籍雇主田野訪談，Cathy，2009年 8月 31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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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後要指出的是，對於遷移中國大陸的台籍移居家庭而言，台媽經由跨界（及

從台灣職場退居）成為「情境下的全職家庭主婦」，家事工作變成台媽生活的主要重心，

因而透過廚房煮食，讓家人獲得健康的餵養與照顧，對台媽的移居生活具有相當重要性，

展現她對家人獨特的愛與關心。如果說男性跨界專業工作者的主要貢獻，是透過較高額

的外派薪資使移居家庭經濟無虞，那麼台媽則是透過廚房煮食維繫移居家庭成為一體，

誠如法國社會學者 Kaufmann（2010: 75）所言：「飲食成就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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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igration studies, research on domestic workers and on expatriates has been seen as 

two different parallel research areas, in which the former focuses on unskilled, and the later on 

skilled migration. This research tries to break this barrier by focusing on everyday cooking in 

Taiwanese expatriate families by examining the cooking practices of accompanying spouses 

and their domestic workers.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e paper are focused on why and how 

meals with Taiwanese flavors are reproduced in the practice of daily cooking by Taiwanese 

migrant families? 

Empirical material for the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a fieldwork of 48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both Taiwanese expatriate spouses and Chinese domestic workers conducted during 

2008-2013. Research results show, firstly, that meals with Taiwanese flavors in the everyday 

cooking of expatriate families are significant not just because they embody elements of 

nostalgia,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discourse on health of Taiwanese food made by 

accompanying spouses. Secondly, “Taiwanese cooking” in the kitchen of Taiwanese expatriate 

families is not mainly comprised of imported foods from Taiwan, but relyi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kitchen including shopping, meals planning and cooking that has been negotiated 

among Taiwanese accompanying wives and Chinese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Finally, for 

Taiwanese expatriate spouses as “situational full-time housewives” in China, home-cooked 

meals with Taiwanese flavors are essential both for demonstrating their love and concern for 

families and bringing all relocated family members to eat together “as a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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